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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
———基于低出生体重的视角

张晓云　 赵仲匡　 宋　 敏∗

　 　 摘要: 在“十四五”规划提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ꎬ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ꎬ从低出生体重的视角ꎬ探讨了出生人口

质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ꎮ 结果表明ꎬ低出生体重会显著降低个体收

入水平ꎮ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ꎬ人力资本中的内在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健康

是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主要渠道ꎬ并且后天干预不能弥补低出生体重对个

体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政府在关注新生人口数量的同时ꎬ还需对出生人口

质量给予足够重视ꎬ加强对妊娠期女性身心健康状况的干预ꎬ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

率ꎬ提高出生人口质量ꎮ
关键词: 低出生体重ꎻ人力资本ꎻ收入水平ꎻ健康干预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３.４

一、引言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ꎮ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３ꎬ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ꎬ且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ꎬ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

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 １８.７％ꎮ 未来一段时期内ꎬ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ꎮ
为此ꎬ“十四五”规划将优化生育政策作为改善我国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ꎮ 如何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和讨论ꎬ但是已有研究尚存不足ꎮ 一方面ꎬ已有讨论更多关注如何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

来提高生育率和生育意愿ꎬ试图从人口“增量”的视角进行应对ꎬ而较少从人口“质量”的角

度关注新出生人口素质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正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

略机遇期ꎬ而要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ꎬ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

风险ꎬ不仅要重视人口“增量”ꎬ还应同时重视新增人口的“质量”ꎮ
作为出生人口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ꎬ出生体重不仅是新生儿童健康状况的重要度量指

标ꎬ也是个人初始禀赋的综合度量指标(Ｒｏｙｅｒꎬ２００９)ꎬ因此ꎬ低出生体重发生率①受到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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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是指年内出生体重低于 ２５００ 克婴儿比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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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重视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将“低出生体重

发生率控制在 ４％以下”列为“儿童与健康”的 １４ 个主要目标之一ꎬ并将降低低出生体重发

生率作为实现 ２０１７ 年颁布的«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主要目标的重要干预措施ꎮ
但是ꎬ如图 １ 所示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我国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连续 １６ 年持

续上涨ꎬ并呈逐年回升态势ꎬ且升幅持续扩大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上升到了

３.２５％ꎬ较 ２００４ 年增加了 １.０４ 个百分点ꎬ涨幅达到 ４７.７３％ꎮ 因此ꎬ国家统计局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期统计检测报告»中指出ꎬ“儿童低出生

体重发生率的反弹迹象应引起关注”ꎮ 伴随着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持续反弹ꎬ每年新出生人

口中低出生体重儿童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ꎮ 粗略计算ꎬ２０２０ 年 ０－２０ 岁人口中低出生体重

人口总数超过 ８５０ 万人①ꎬ平均每年有超过 ４１ 万的新生儿为低出生体重儿童ꎮ 因此ꎬ在出生

人口数量不断下降趋势下ꎬ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ꎬ提高出生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

更加凸显ꎮ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变动趋势

低出生体重问题的不断加剧ꎬ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ꎮ 一方面ꎬ低出生体重对个

体健康的负面影响是终身的(Ｂａｒｋｅｒꎬ１９９８)ꎬ并且低出生体重还影响着个体的受教育水平、
就业与收入等劳动力市场上的长期表现ꎬ因而对个人长期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ꎮ 另一方

面ꎬ从社会角度看ꎬ由于低出生体重儿童在健康、教育和医护等方面的成本显著更高ꎬ这又会

带来额外且高昂的社会成本ꎬ并通过健康、教育和代际传递等渠道降低劳动生产力ꎬ最终影

响长期经济发展ꎬ并加剧社会不平等(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ｅꎬ２０１１)ꎮ 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不断加剧背景下ꎬ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持续反弹和新出生人口质量的不断下降不仅影响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还事关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ꎮ 因此ꎬ本文使用低出生体重作为

出生人口质量的度量指标ꎬ考察其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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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基于公式“低出生人口数量(万人)＝ 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新出生人口数

(万人)”计算得出ꎮ 该数字高估了 ２０２０ 年 ０－２０ 岁低出生体重人口的规模ꎬ因为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率显著

更高ꎮ 但是ꎬ由于低出生体重而死亡的人口不论是对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重要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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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ꎬ本文主要关注三个重要的问题:(１)低出生体重代表的“先天不足”是否对个体

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２)如果存在长期影响ꎬ其影响的机制或渠道

是什么? (３)这种影响是否可逆ꎬ即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得到弥补?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ꎬ是制定和完善旨在提升新生人口质量相关政策的重要决策依据ꎮ 本

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２０１０)ꎬ通过考察低出生体重对成年后收入的

影响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ꎮ 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低出生体重

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更差ꎮ 低出生体重者的年收入较正常出生体重者至少低 ４４％ꎮ 进

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ꎬ低出生体重对健康人力资本、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显著负向

影响ꎬ是低出生体重降低个体收入的重要影响渠道ꎮ 并且ꎬ给定其他因素ꎬ低出生体重对内

在认知能力、健康与非认知能力的显著负向影响ꎬ不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不

同而存在显著差异ꎬ这表明上述影响不能通过后天干预和家庭投入得到弥补ꎮ 因此ꎬ本文强

调ꎬ在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大决策实施过程中ꎬ不仅要关注新生人口的

数量ꎬ还需要对新出生人口质量给予足够重视ꎬ通过加强对妊娠期女性的营养状况干预和心

理健康干预等措施ꎬ降低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ꎬ减少较低新出生人口质量造成的不可逆

的社会成本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ꎬ基于中国的全国代表性数据ꎬ使用低

出生体重作为出生人口质量的度量指标ꎬ考察了低出生体重对长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ꎬ
为“胎儿起源假说”提供了来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证据ꎮ 第二ꎬ已有研究大多从健康和教育

等角度考察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作用机制ꎬ不同于之前的研究ꎬ本文强调了健康人力

资本、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作用ꎬ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ꎮ 第三ꎬ“十四五”规划

强调ꎬ“加强孕前孕产期健康服务ꎬ提高出生人口质量”ꎬ因此ꎬ本文结论对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ꎮ

文章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ꎻ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说明和变量定义与

描述ꎻ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ꎻ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与分析ꎬ并探讨能否通过后天的投

资补偿“先天不足”ꎻ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ꎮ

二、文献综述

自 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９０)提出“胎儿起源假说”以来ꎬ关于出生体重的研究日益增多ꎮ 该假说认

为ꎬ成年甚至老年时期的诸多特定慢性病均可被追溯至胎儿时期ꎬ并强调胎儿时期的成长条

件对健康等影响的持久性和长期性ꎮ 之后ꎬ“胎儿起源假说”的内涵从两个方面得到了拓展:
一是对其影响来源的拓展ꎬ包括父母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食和锻炼等———对胎儿发育的

影响ꎻ二是对其影响与长短期后果的拓展ꎬ包括胎儿时期的发育状况对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

和收入等的影响(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ｅꎬ２０１１)ꎮ 由于母亲孕期的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与健康行

为是造成新生儿低出生体重的主要原因ꎬ因此出生体重就成为新生儿健康状况和个人初始

禀赋的恰当度量指标(Ｒｏｙｅｒꎬ２００９)ꎮ 广义上的“胎儿起源假说”对低出生体重如何影响成年

后的收入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ꎬ低出生体重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ꎬ而健康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人力资本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ꎬ１９９８ꎻ程名望等ꎬ２０１４)ꎮ 研究表明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的短期和长期健

康状况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ꎮ 在短期ꎬ出生体重往往与新生儿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高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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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ꎬ并且对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影响(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Ｒｏｙｅｒꎬ
２００９)ꎮ 在长期ꎬ低出生体重者在成年后的健康状况相对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Ｃｕｒｒｉｅꎬ
２０１１)、身高也相对更低(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其次ꎬ低出生体重会降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ꎬ从而对个体收入产生

负向影响ꎮ Ｃａｓｅ 等(２００５)实证分析发现ꎬ低出生体重对健康的持久负向影响ꎬ显著降低了

其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ꎮ Ｃｕｒｒｉｅ 和 Ｈｙｓｏｎ(１９９９)基于英国的

ＮＣＤＳ 数据研究表明ꎬ低出生体重者在 ３３ 岁时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更低ꎻ低
出生体重还具有代际传递性ꎬ低出生体重的女性ꎬ其子女为低出生体重的可能性也更大ꎮ 并

且ꎬ低出生体重对成年后的身高和受教育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ꎬ且更有可能居住在城市的

相对贫困区域(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ꎬ２００７)ꎮ Ｂｅｈｒｍａｎ 和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２００４)使用美国明尼苏达

州女性双胞胎数据分析发现ꎬ双胞胎中的出生体重更重者在成年后ꎬ往往拥有更高的身高、
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更高的工资水平ꎮ 顾和军和严蔚然(２０１９)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

据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了出生体重对城镇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低
出生体重儿童的学习成绩显著更差ꎮ

最后ꎬ低出生体重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ꎬ从而对个体收入产生重要影响ꎮ 认知能力是

个体收入与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０９ꎻ张晓云、杜丽群ꎬ
２０１７)ꎬ而胎儿时期的营养状况是认知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Ｃｕｎ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Ｂｌａｃｋ 等

(２００７)基于挪威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发现ꎬ出生体重对个体的智商和收入等都具有显著影响ꎬ
低出生体重者的认知能力显著更差ꎮ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等(２００１)的研究表明ꎬ出生体重和 ８ 岁时的

认知能力显著正相关ꎬ并且能够部分解释出生体重对成年后认知能力的影响ꎮ 吴贾等

(２０２１)使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ＣＦＰＳ 数据ꎬ基于 １９９５ 年颁布实施的«母婴保健法»考察了胚

胎和婴儿时期健康投入对儿童长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ꎬ研究发现ꎬ在胚胎和婴儿时期的健

康投入显著提高了其认知能力ꎮ
综上所述ꎬ低出生体重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受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的

积累ꎬ从而对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产生影响ꎮ 但已有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１)已有文献对低

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作用机制的探讨存在不足ꎮ 认知能力包括多种类别ꎬ记忆能力和

逻辑推理能力等内在认知能力较少受到后天干预的影响ꎬ而识字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等基

本认知能力则更多体现了后天的学校教育等对能力的培养与影响(谢宇等ꎬ２０１４)ꎮ 并且ꎬ早
期健康状况也会对个体非认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Ｃｕｎ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ꎬ因此ꎬ低出生体重也

可能通过非认知能力的渠道对收入产生影响ꎮ (２)尚缺乏专门针对中国低出生体重对个体

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研究ꎬ本文研究提供了来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实证分析证据ꎮ (３)已
有文献缺乏对低出生体重的负面影响是否可逆的探讨ꎮ 如果后天干预可以弥补低出生体重

导致的先天禀赋差距ꎬ那么不进行产前营养干预也是合意的ꎮ 鉴于此ꎬ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

说:
假说 １:低出生体重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内在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其成年后收入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ꎮ
另外ꎬ由于内在认知能力等在 １０ 岁左右就保持稳定了ꎬ且非认知能力的形成也受到早

期环境的影响(李晓曼、曾湘泉ꎬ２０１２)ꎬ因此提出本文假说 ２:
假说 ２:父母的投资等后天干预并不能抵消低出生体重带来的负向影响ꎮ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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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论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９８５”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以下简称 ＣＦＰＳ)ꎬ该调查覆盖了中国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ꎬ为全国性代表性样本ꎮ 本文主要关注低出生体重对劳动年龄群体收入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ꎬ因此ꎬ所用样本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０ 年成人问卷数据库ꎬ并对样本数据

进行了如下处理:(１)依照个人编码ꎬ使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ＣＦＰＳ
调查数据对 ２０１０ 年 ＣＦＰＳ 的个体出生体重数据进行了匹配补充ꎬ以尽量增加样本规模①ꎻ
(２)剔除了匹配后个体出生体重数据和控制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ꎻ(３)剔除了年龄在 ６０ 岁

及以上的非劳动年龄群体样本和正在上学的非劳动力样本ꎻ(４)在机制分析部分ꎬ“记忆能

力”和“算术推理能力”两种内在认知能力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中的“记忆题测试得分”和“数列题

测试得分”进行度量②ꎻ非认知能力的度量参照李涛和张文韬(２０１５)ꎬ使用“大五”人格分类

法进行度量ꎮ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个体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ｌｎＩｎｃｏｍｅ)ꎮ 为分析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

影响ꎬ依照文献中的普遍做法ꎬ本文选择个人的年度收入进行度量ꎮ 相对于小时工资率和月

工资收入ꎬ个人年度总收入能够更好地度量个体生命周期内的平均收入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低出生体重 ( ＬＢＷ)ꎮ 根据原卫生部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 «母婴健康素

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ꎬ不足 ２５００ 克(即 ５ 斤)为低出生体重儿ꎮ 因此ꎬ若出生体

重小于 ５ 斤ꎬ则 ＬＢＷ 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ꎮ
３.控制变量ꎮ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收入的影响ꎬ在已有文献和现实基础上ꎬ本文选取了

一系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１)３ 岁时的户口状况(Ｈｕｋｏｕ３)ꎬ用以控制出生体重的城乡差异、
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现实和户籍在个体收入中的重要作用(陆铭、陈钊ꎬ２００４)ꎻ(２)性别虚

拟变量(Ｇｅｎｄｅｒ)ꎬ用以控制出生体重和个体收入存在的性别差异ꎻ(３)婚姻状况(Ｍａｒｒｉａｇｅ)ꎬ
用以控制可能存在的婚姻溢价效应(王智波、李长洪ꎬ２０１６)ꎻ(４)年龄(Ａｇｅ)和年龄的平方项

(Ａｇｅ２)ꎬ用以控制年龄、工作经验和个体收入在生命周期中的分布状况的影响ꎻ(５)家庭背景

是个体出生体重和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ｅꎬ２０１１)ꎬ因此ꎬ本文通过控制“父
亲的受教育年限”(Ｆｅｄｕｙ)、“母亲的受教育年限”(Ｍｅｄｕｙ)、“父亲的党员身份”(Ｆｐａｒｔｙ)、“母
亲的党员身份”(Ｍｐａｒｔｙ)以及父亲与母亲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来控制家庭背景的影响ꎮ 此

外ꎬ我们还控制了是否为汉族(Ｈａｎ)和出生时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ꎬ用以控制民族身份差异

０１１

①

②

之所以从后面的年份往前面的年份进行匹配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２０１２ 年及后续年份的调查

数据中ꎬ个体的出生体重数据仅询问新增样本ꎬ因此ꎬ绝大多数样本的出生体重数据来自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ꎬ而从前

往后匹配将损失较多样本ꎬ增加估计偏误ꎬ但使用从前往后匹配的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及 ＣＦＰＳ２０２０ 数据的估计结果

不变ꎬ限于篇幅ꎬ未报告该结果ꎻ二是只有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提供了父母的党员身份和职业类别数据ꎬ而父母特征

变量是影响个体出生体重和成年后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中也有这两类测试得分ꎬ但 ２０１２ 年的数列题测试在设计上存在缺陷ꎬ导致该数据出现大

量缺失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中修正了 ２０１２ 年出现的错误ꎬ因此ꎬ能够更加准确地度量个体的真实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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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差异可能的影响①ꎮ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ꎮ 样本低出生体重概率为 ９.１％②ꎬ且女性样本低

出生体重概率较男性略高ꎬ其原因在于女性出生体重显著更低ꎮ 另外ꎬ平均而言ꎬ女性的收

入与年龄更低ꎬ在家庭背景上也存在一定差异ꎬ但差别不大ꎮ

　 　 表 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全样本(Ｎ＝ ３ ３６７) 男(Ｎ＝ １ ８０７) 女(Ｎ＝ １ ５６０)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 ８.９８８ １.２５５ ５.７０７ １１.６１３ ９.３２４ １.０８３ ８.６００ １.３２６

ＬＢＷ 是否低出生体重:是 ＝
１ꎬ否＝ ０ ０.０９１ ０.２８８ ０ １ ０.０９０ ０.２８７ ０.０９２ ０.２９０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男＝ １ꎬ女＝ ０ ０.５３７ ０.４９９ ０ １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Ｈａｎ 民族:汉族 ＝ １ꎬ少数民
族＝ ０ ０.９２１ ０.２６９ ０ １ ０.９２５ ０.２６４ ０.９１７ ０.２７６

Ａｇｅ 年龄 ４０.２７１ １０.１０７ １６ ５９ ４０.８０４ １０.１５４ ３９.６５４ １０.０２０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婚姻状况:在婚 ＝ １ꎬ其
他＝ ０ ０.９７３ ０.１６１ ０ １ ０.９６８ ０.１７５ ０.９７９ ０.１４４

Ｈｕｋｏｕ３ ３ 岁时户口状况:农业＝
１ꎻ非农＝ ０ ０.８３３ ０.３７３ ０ １ ０.８３７ ０.３６９ ０.８２８ ０.３７８

Ｆｅｄｕｙ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４.９１４ ４.５７７ ０ １６ ４.７４０ ４.６１５ ５.１１５ ４.５２６
Ｍｅｄｕｙ 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２.９３１ ４.０４９ ０ １６ ２.６７９ ３.９１７ ３.２２２ ４.１８０

Ｆｐａｒｔｙ 父亲是否党员:是 ＝ １ꎬ
否＝ ０ ０.１８４ ０.３８８ ０ １ ０.１９０ ０.３９２ ０.１７８ ０.３８２

Ｍｐａｒｔｙ 母亲是否党员:是 ＝ １ꎬ
否＝ 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２ ０ １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７ ０.１８９

四、实证模型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使用 ＯＬＳ 回归考察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影响ꎬ基准模型见(１)式: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 ＝β０＋β１ＬＢＷｉ＋ΦＸ ｉ＋λｐｒｏｖ＋εｉ (１)

模型(１)中:被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为个体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ꎻＬＢＷｉ 为虚拟变量ꎬＬＢＷｉ ＝ １表
示个体为“低出生体重”ꎬ否则取值为 ０ꎻ Ｘ ｉ 为其他控制变量ꎬ包括 ３ 岁时户口状况、民族、性
别、年龄及其平方项、婚姻状况、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父母的党员身份和父母的职业固定效

应ꎻ λｐｒｏｖ 为个体出生时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ꎮ 本文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均使用异方差稳

健性调整和在区县层面上进行了聚类处理ꎬ且在回归中使用了样本抽样权重ꎮ
基于模型(１)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见表 ２ꎮ 第(１)列在控制了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

况、３ 岁时户口状况和出生时所在省份的地区固定效应后ꎬ低出生体重者的收入显著低约

２１.９％ꎬ按样本均值计算约为 ３ ２６０ 元③ꎮ 第( ２)列进一步控制了个体是否为高出生体

１１１

①

②

③

控制当前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并不影响本文估计结果ꎬ因为超过 ９０％的样本出生所在省份就是其当

前所在省份ꎮ 但为了控制可能的人口流动对估计结果的影响ꎬ我们选择了控制出生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ꎮ
本文所用样本的低出生体重概率的均值为 ９.１％ꎬ远高于 ２０１０ 年当年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２.３４％ꎬ原

因在于本文所用样本的出生年份为 １９５１—１９９４ 年ꎬ而 ２０１０ 年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仅是在 ２０１０ 年出生的

新出生人口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ꎮ
样本的收入均值为 １４ ８８５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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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ＨＢＷ)①ꎬ用以控制出生体重过高异常值可能的影响ꎮ 结果显示ꎬ出生体重过高对个体

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ꎬ且回归系数远小于低出生体重的回归系数ꎮ 第(３)、(４)列进

一步控制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和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ꎬ结果表明ꎬ父母的受教育

水平和党员身份对子女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ꎬ且在控制家庭特征变量后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

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ꎬ低出生体重者的收入低约 ２０.４％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２０１０ 年

的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为 １２ ５２０ 元ꎮ 由此可知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负向影响ꎬ不仅具有

统计显著性ꎬ而且具有经济显著性ꎮ 此外ꎬ表 ２ 回归结果还表明ꎬ男性、汉族的个体收入显著

更高ꎬ３ 岁时为农村户口则个体收入显著更低ꎬ且个体收入与年龄呈倒 Ｕ 型关系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ＬＢＷ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１∗∗∗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ＨＢＷ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５)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７５７∗∗∗ ０.７５８∗∗∗ ０.７７５∗∗∗ ０.７７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Ｈａｎ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７)

Ａｇｅ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Ａｇｅ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８)

Ｈｕｋｏｕ３ －０.６６６∗∗∗ －０.６６７∗∗∗ －０.４７３∗∗∗ －０.３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９)

Ｆｅｄｕ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Ｍｅｄｕ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Ｆｐａｒｔｙ ０.１６９∗∗∗

(０.０４４)

Ｍｐａｒｔｙ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４)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２９２ ０.２９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２２
Ｎ ３ ３６７ ３ ３６７ ３ ３６７ ３ ３６７

　 　 注:括号内为使用异方差调整和聚类到区县层级的稳健性标准误ꎮ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
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回归过程使用了样本抽样权重ꎮ 下同ꎮ

(二)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使用 ＯＬＳ 估计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成年后收入的影响ꎬ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ꎬ从而导致估

计结果存在偏误ꎮ 针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首先ꎬ对可能的内生性来源、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方向进行讨论ꎻ其次ꎬ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ꎮ

２１１

①出生体重等于或超过 ８ 斤称之为“巨大儿”ꎬ一般视为体重过重ꎮ 巨大儿对母亲与新生儿健康状况都

可能带来不良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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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能的内生性来源与影响

由于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远在婴儿出生之后ꎬ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

自身出生体重的反向因果问题ꎮ 但是有三种内生性的来源可能导致 ＯＬＳ 结果低估:
第一ꎬ度量误差ꎮ 由于出生体重为回忆性数据ꎬ存在度量误差ꎮ 但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

根据连续变量设置的虚拟变量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度量误差问题ꎬ而经典度量误差可

能导致 ＯＬＳ 估计结果偏小ꎮ 另外ꎬ本文所用样本可能高估了低出生体重发生概率ꎬ这也会导

致 ＯＬＳ 低估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负向影响ꎮ
第二ꎬ样本选择偏误ꎮ 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胎儿选择偏误问题ꎮ 由于低出生体重会增

加新生儿童死亡率ꎬ因此ꎬ胎儿选择偏误会造成 ＯＬＳ 低估出生体重的长期影响(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二是在本文所用样本中ꎬ受访者是否报告了出生体重数据ꎬ与个体是否为城镇居民、
是否男性、自身及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正相关ꎬ与年龄负相关ꎬ这会造成在劳动力市场表

现“更好”的样本进入到回归分析中ꎬ从而导致低估出生体重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真实”影
响(Ｃｏｎｌｅｙ ａｎ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ꎬ２００１)ꎮ

第三ꎬ遗漏变量ꎮ 低出生体重与其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ꎬ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共同因

素的影响ꎬ如父母在怀孕期间的健康行为和基因遗传等ꎬ而其中无法观测的因素可能造成遗

漏变量偏误ꎮ 但是ꎬ已有研究表明ꎬ遗漏变量偏误在考察出生体重的长期影响时并不重要

(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ꎬ并且ꎬ使用横截面数据估计出生体重的长期影响时ꎬ不控制基因禀赋会

低估其影响(Ｂｅｈ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ꎬ２００４)ꎮ
２.基于工具变量的分析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ꎬ本文进一步使用配偶是否为低出生

体重作为个体是否为低出生体重的工具变量ꎬ并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ꎮ 该

工具变量能够很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ꎮ
一方面ꎬ在相关性上ꎬ在婚姻匹配模式下ꎬ配偶是否低出生体重与个体是否低出生体重

高度相关①ꎮ 因此ꎬ配偶是否为低出生体重与自身是否为低出生体重正相关ꎬ满足工具变量

的相关性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在外生性上ꎬ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后ꎬ配偶是否为低出生体重只能

通过婚姻匹配途径对配偶的收入产生影响ꎬ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ꎮ
表 ３ 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估计结果:首先ꎬ一阶段估计结

果表明ꎬ工具变量“配偶是否为低出生体重” ( ＬＢＷＳ)对个体是否为低出生体重具有显著

正影响ꎬ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Ｋ－Ｐ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ꎬ表明该工具变

量不是弱工具变量ꎮ 其次ꎬ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ꎬ低出生体重会显著降低个体收入水

平ꎬ相对而言ꎬ低出生体重者在成年后的年收入平均低约 ４４.１％ꎬ这说明 ＯＬＳ 低估了低出

生体重对成年后收入的影响②ꎬ因此ꎬ我们将该估计结果视为基准结果ꎮ 为避免可能的内

３１１

①

②

基于 ＣＦＰＳ 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ꎬ配偶是否低出生体重的相关系数为 ０.３０７ꎬ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ꎮ 我
们没有直接使用父亲或母亲是否为低出生体重作为工具变量ꎬ一是因为匹配后父亲和母亲出生体重的数据
规模太小ꎬ二是相对于父亲或母亲是否低出生体重ꎬ配偶是否为低出生体重相对更能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
性假设ꎮ

对比可发现ꎬ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比 ＯＬＳ 估计结果高了 １ 倍左右ꎬ这与在不控制内生性来源时使用
横截面数据估计出生体重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会导致低估其影响 ５０％ 的结论一致 ( Ｂｅｈ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ꎬ２００４)ꎮ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Ｓｃｈｏｅｎｉ(２０１１)使用美国 ＰＳＩＤ 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的估计结果约为 １５％ꎬ且该负向影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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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偏误ꎬ后续回归结果均报告基于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

乘估计结果ꎮ

　 　 表 ３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一阶段 二阶段

(１) (２)

ＬＢＷ
－０.４４１∗∗

(０.１８２)

ＬＢＷＳ
０.２６５∗∗∗

(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９６１

(０.０１５)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５.２９３
　 　 　 Ｒ２ ０.３１９
　 　 　 Ｎ ３ ３６７ ３ ３６７
　 　 注: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２ꎮ 下同ꎮ

(三)稳健性检验

１.调整解释变量

由于本文所用样本中有 ０.３９％的样本为极低出生体重(ＶＬＢＷ)①ꎬ有 ４.９６％的样本为高

出生体重(ＨＢＷ)ꎬ因此ꎬ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受到这些异常值的影响ꎮ 为此ꎬ在表 ４ 第(１)列
剔除极低出生体重样本和高出生体重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ꎬ结果显示ꎬ在剔除出生体重异常

值后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与表 ３ 基本相同ꎮ 另外ꎬ由于经历过大饥荒可能导致个

体为低出生体重的概率更高ꎬ存在生存选择偏误问题(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ꎬ２００７)ꎬ且童年挨饿经

历是个体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刘亚飞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在表 ４ 第(２)列剔除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出生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在剔除饥荒年份出生的样本后ꎬ
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ꎬ且有所提升ꎮ 综上可知ꎬ在考虑到出生体重异

常值对估计结果可能的影响后ꎬ本文估计结果依然稳健ꎮ
２.调整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异常值可能对估计结果的影响ꎬ在该部分我们通过剔除被解释变量

异常值和变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ꎮ 首先ꎬ基于 ２０１０ 年最低工资

水平和年均收入②ꎬ剔除年收入不足 ０.６ 万元和超过 １０ 万元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其次ꎬ
使用个体月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值(ｌｎｍｗａｇｅ)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其中ꎬ月工

４１１

①
②

出生体重小于 ３ 斤(<１５００ 克)为极低出生体重ꎮ
一方面ꎬ按照 ２０１０ 年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为安徽省的 ５００ 元ꎬ将年收入低于 ６ ０００ 元视为异常值

(５００ 元×１２＝ ６ ０００ 元)ꎮ 另一方面ꎬ样本中第 ９９ 分位数的年收入为 １０ 万元ꎬ因此将年收入超过 １０ 万元视

为异常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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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入使用其年收入除以每年工作月数计算得出ꎮ 最后ꎬ使用个体小时工资率的自然对数

值(ｌｎｈｗａｇｅ)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其中ꎬ小时工资率依据“小时工资率 ＝月

工资收入÷(每月工作天数×每天工作小时数)”计算得出ꎮ 回归结果表 ４ 中的第(３)—
(５)列显示ꎬ在剔除年收入异常值、使用月收入和小时工资率代替年收入进行回归的估计

结果依然稳健①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ＢＷ
－０.４１０∗∗ －０.４７６∗∗ －０.５０９∗∗∗ －０.６３４∗∗∗ －０.５７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０) (０.１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０ ０.１９０ ０.３１５ ０.１８３
Ｎ ３ １８７ ３ ２０１ ２ １８２ ２ ３００ ２ ２９６

　 　 注:该表结果为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ꎮ 下同ꎮ

(四)异质性分析

首先ꎬ由于出生体重在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ꎬ女性的出生体重显著更低ꎬ而不同

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也存在显著差异ꎮ 其次ꎬ出生体重和收入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ꎬ城镇新生儿童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显著更低ꎬ且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显著更

高ꎮ 再次ꎬ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地区差异ꎬ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更好ꎬ
平均而言ꎬ东部地区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也相对更低②ꎮ 最后ꎬ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ꎬ而
流动人口在健康、收入等方面与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ꎮ 因此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负

向影响可能因性别、城乡、地区和是否流动而存在显著差异ꎮ
为此ꎬ我们在模型(１)基础上引入低出生体重(ＬＢＷ)与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城乡(Ｕｒｂａｎ)、是

否东部地区(Ｅａｓｔ)和是否流动人口(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交互项来考察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负

向影响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ꎬ并使用配偶是否低出生体重(ＬＢＷＳ)与这些变量的

交互项作为交互项的工具变量ꎮ 其中ꎬ流动人口(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依据受访者的户口是否在本区

县进行定义ꎬ是则取值为 ０ꎬ否则取值为 １ꎮ 回归结果见表 ５ꎮ 在不同性别、城乡和不同地区

之间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负向影响并无显著差异ꎬ也不因是否流动人口而存在显著差

异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ꎬ低出生体重度量的先天禀赋对其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负向冲

击较少受到后天环境的变化而改变ꎬ这与本文后续强调健康人力资本、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是其重要影响渠道的结论一致ꎮ

５１１

①

②

由于受访者的一年工作月数、每月工作天数和每天工作小时数存在更多缺失ꎬ因此ꎬ表 ３ 第(４)列

和第(５)列的样本量有较大幅度减少ꎬ这也是我们使用年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原因之一ꎮ
但并不尽然更低ꎬ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ꎮ 例

如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北京市和上海市 ２０２０ 年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分别为 ５.０１％和 ４.９５％ꎬ都远大于如

甘肃省 ２０２０ 年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２.８８％ꎮ



张晓云　 赵仲匡　 宋　 敏:出生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

　 　 表 ５ 　 　 异质性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ＢＷ －０.４７４∗∗ －０.３８３∗∗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６∗∗

(０.２１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５)

ＬＢＷ×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５８
(０.３３４)

ＬＢＷ×Ｕｒｂａｎ １.０４１
(０.９８２)

ＬＢＷ×Ｅａｓｔ ０.２５８
(０.６９９)

ＬＢＷ×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０.１１３
(０.６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９ ０.３２８
Ｎ ３ ３６７ ３ ３６７ ３ ３６７ ３ ３５２

五、进一步分析:作用机制与后天干预的影响

(一)影响机制分析

１.健康人力资本

健康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人力资本(程名望等ꎬ２０１４)ꎬ本文使用个体的身高(Ｈｅｉｇｈｔ)
和自评健康状况(Ｈｅａｌｔｈ)①度量其健康人力资本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身高受到生命早期的营养

与健康状况的影响(Ｂｏｚｚｏｌ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ꎬ而身高更高者ꎬ其收入也更高(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ａｘｓ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且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身高溢价”效应(张晓云等ꎬ２０１８)ꎮ

低出生体重对健康人力资本影响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 ６ 第(１)、(２)列ꎮ 给

定其他因素ꎬ低出生体重者的身高显著更低(表 ６ 第(１)列)ꎬ健康状况也显著更差(表 ６ 第

(２)列)ꎮ 该结果表明ꎬ健康人力资本是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ꎮ
２.内在认知能力

内在认知能力ꎬ主要依赖于自身的先天禀赋ꎬ因此ꎬ胎儿时期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对内在

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影响(Ｃｕｎ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ꎬ且不受教育等后天干预的影响(Ｎｅｉｓｓ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ꎮ 为度量个体内在认知能力ꎬ参照谢宇等(２０１４)、张晓云和杜丽群(２０１７)ꎬ本文使用

记忆能力(Ｍｅｍｏｒｙ)和算术推理能力(Ｌｏｇｉｃ)度量个体的内在认知能力ꎮ 具体地ꎬ记忆能力和

算术推理能力分别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中受访者的“字词记忆测试得分”和“数列题测试得分”进
行度量②ꎮ

回归结果见表 ６ 第(３)、(４)列:低出生体重对个体的记忆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均具有

６１１

①

②

若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ꎬ则 Ｈｅａｌｔｈ 取值为 １ꎻ若为“一般、比较不健康、不健康或非常不健
康”ꎬ则取值为 ０ꎮ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４１８ꎮ 另外ꎬ“数列题测试得分”之所以使用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而没有使用调查时间
更接近的 ２０１２ 年数列题测试得分ꎬ是因为 ２０１２ 年的数列题测试在设计上存在缺陷ꎬ导致样本的数列题测
试得分的数据出现了大量的缺失ꎬ在中老年群体中缺失比例超过一半ꎬ且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数列题测试中有一道
题存在内容上的错误ꎮ “字词记忆测试得分”同样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的数据不改变本文的结论ꎬ且认知能力会
随着年龄而衰减ꎬ因此ꎬ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和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的数据会低估内在认知能力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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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负向影响ꎮ 给定其他因素ꎬ低出生体重者的记忆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分别低约 １.２８ 分

和 ２.４１ 分ꎬ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２５.８％和 ３６.４％ꎮ 由此可知ꎬ内在认知能力是低出生体重影响

个体收入的重要渠道ꎬ并且ꎬ算术推理能力的影响相对更大ꎬ这与张晓云和杜丽群(２０１７)的
结论一致ꎮ

　 　 表 ６ 　 　 机制分析:低出生体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ｍｏ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Ｅｄｕｙ Ｅｄｕ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ＢＷ －３.７３６∗∗∗ －０.４１７∗∗∗ －１.２８０∗∗∗ －２.４０９∗∗ －２.１３１∗∗ －０.５５４ －９.５９８∗∗∗ －１.２３３
(１.２７９) (０.１３０) (０.３８３) (１.２０９) (１.０３６) (１.０７７) (３.４２１) (３.３７９)

Ｍｅｍｏｒｙ ０.３４０∗∗∗ １.２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８)

Ｌｏｇｉｃ ０.２５１∗∗∗ ０.９７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３)

Ｈｅｉｇｈ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５３９ ０.３００ ０.１８１ ０.２２１ ０.４０１ ０.４７１ ０.３７２ ０.４６０
Ｎ ４ ０４２ ４ ０７２ ３ ９７７ ３ ５９３ ４ ０７３ ３ ５６６ ４ ０７１ ３ ５６５

３.教育和基本认知能力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ꎬ受教育水平和基本认知能力是个体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其中ꎬ基本认知能力包括读写能力和运算能力(Ａｃｏｓｔ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为考察该

渠道ꎬ本文使用个体的受教育年限(Ｅｄｕｙ)度量其受教育水平①ꎬ并参照张晓云和杜丽群

(２０１７)ꎬ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中的“字词测试得分”与“数学测试得分”两者之和度量个体的基本

认知能力(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ꎮ 其中ꎬ“字词测试得分”度量个体的识字能力ꎬ“数学测试得分”度量个

体的数学计算能力ꎮ 由于个体识字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主要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谢宇等ꎬ
２０１４)ꎬ且两者高度相关②ꎬ因此ꎬ本文使用两类测试题得分之和作为基本认知能力的综合度

量指标ꎮ
表 ６ 第(５)列和第(７)列给出了低出生体重对受教育水平和基本认知能力影响的估计

结果:低出生体重者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低约 ２.１３ 年(表 ６ 第(５)列)ꎬ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２６.１％ꎮ 并且ꎬ低出生体重会显著降低个体基本认知能力ꎬ平均低约 ９.６ 分ꎬ相当于样本均值

的 ３０.４％ꎮ 另外ꎬ更早保持稳定的内在认知能力是个体受教育水平和基本认知能力的基础ꎬ
内在认知能力更高的人通常在学习中表现更好ꎬ教育成就也更高(李晓曼、曾湘泉ꎬ２０１２ꎻ谢
宇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如果认知能力是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渠道ꎬ那么ꎬ低出生体

重应先影响其先天禀赋ꎬ如记忆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ꎬ所以ꎬ在进一步控制内在认知能力后ꎬ
低出生体重对受教育水平和基本认知能力的影响应显著下降ꎮ 为进一步比较“内在认知能

力”和“教育与基本认知能力”的相对重要性ꎬ在表 ６ 第(５)列和第(７)列的基础上ꎬ分别在第

７１１

①
②

本文所用样本的受教育年限(Ｅｄｕｙ)与基本认知能力(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３８ꎮ
本文所用样本中“字词测试得分”和“数学测试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０１ꎮ 另外ꎬ分类别考察并不影

响分析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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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列和第(８)列进一步控制个体的记忆能力(Ｍｅｍｏｒｙ)、算术推理能力( Ｌｏｇｉｃ) 和身高

(Ｈｅｉｇｈｔ)①ꎬ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身高及内在认知能力后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受教育水平和

基本认知能力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幅下降ꎬ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ꎬ这表明不受后天干预影

响的内在认知能力是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主要渠道ꎮ
４.非认知能力②

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王春超、张承莎ꎬ２０１９)ꎬ且
生命早期健康状况对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Ｃｕｎ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③ꎮ 为考察该渠

道ꎬ参照李涛和张文韬(２０１５)ꎬ使用“大五”人格度量个体的非认知能力ꎬ包括“严谨性”
(Ｃｏｎ)、“外向性”(Ｅｘｔ)、“顺同性”(Ａｇｒ)、“开放性”(Ｏｔｅ)和“神经质”(Ｎｅｕ)五个维度ꎮ

回归结果见表 ７:低出生体重对个体非认知能力中的“严谨性” “外向性” “顺同性”和

“神经质”具有显著影响ꎬ会显著降低其严谨性、外向性和顺同性ꎬ并提高其抑郁程度④ꎮ
综上可知ꎬ低出生体重之所以对成年后个体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ꎬ其影响机制在于ꎬ

低出生体重对个体的健康、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ꎬ本文的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ꎮ

　 　 表 ７ 　 　 机制分析:低出生体重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ｏｎ Ｅｘｔ Ａｇｒ Ｏｔｅ Ｎｅｕ

ＬＢＷ －１.３１５∗∗∗ －０.９５８∗∗∗ －１.１７６∗∗ －０.０３８ －１.６４３∗∗

(０.４９３) (０.４６２) (０.５０１) (０.２４５) (０.７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０
Ｎ ３ ９７７ ４ ０７２ ４ ０６４ ４ ０７２ ４ ０３９

(二)后天干预的影响

本文前述研究表明ꎬ低出生体重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更低ꎬ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表

现更差ꎮ 那么ꎬ父母能否通过后天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弥补?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

越好ꎬ父母对子女所能投入的资源往往也越多ꎬ同时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ꎬ后天干预的效

率往往也越高ꎮ 考虑到家庭内的性别分工ꎬ一般而言ꎬ父亲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更高ꎬ母亲

则在生儿育女等家庭内部活动中投入更多ꎬ且存在性别收入差距ꎮ 因此ꎬ本文利用父亲的职

业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对子女在经济方面投入多寡的代理变量、利用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作为家庭后天干预效率的度量指标ꎬ来考察出生体重的负面影响是否能够被后天干预所弥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由于身高在 １８ 岁以后变化的概率较小ꎬ且同样受到孕期营养状况的影响ꎬ因此ꎬ可以将身高视为除

记忆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之外的其他内在认知能力的恰当代理变量(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ａｘｓｏｎꎬ２００８)ꎮ 另外ꎬ不控

制身高ꎬ该结论依然成立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醒我们考察非认知能力在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中的机制作用ꎮ
尽管非认知能力的可塑性跨越的生命周期更长ꎬ但在 ２０ 岁以后的可塑性会显著变差ꎬ且早期培养尤

为关键(李晓曼、曾湘泉ꎬ２０１２)ꎮ 另外ꎬ大五人格具体度量指标请参见李涛和张文韬(２０１５)ꎮ
“神经质”(Ｎｅｕ)取值越高ꎬ则个体抑郁程度越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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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具体地ꎬ将父亲职业的 ＥＧＰ 职业分类中的前 ４ 个类别定义为“高职业社会经济地位”
(ＦＨｉｇｈＳＥＳ)用以度量后天干预经济资源多寡①ꎬ是则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ꎮ 利用母亲是

否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ꎬ作为后天干预效率的代理变量ꎬ是则取值为 １ꎬ否则

取值为 ０②ꎮ 通过在模型(１)中引入低出生体重与父亲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ＬＢＷ×
ＦＨｉｇｈＳＥＳ)和低出生体重与母亲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项(ＬＢＷ×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来考察后天干预

对内在认知能力、身高、自评健康状况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ꎮ 回归结果见表 ８ꎮ

　 　 表 ８ 　 　 后天干预的作用

Ｐａｎｅｌ 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ｅａｌｔ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ＢＷ －１.２８３∗∗∗ －１.２７７∗∗∗ －２.８２０∗ －２.３８７∗∗ －５.２０７∗∗∗ －３.７３８∗∗∗ －０.４４４∗∗∗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１) (０.３８５) (１.２４４) (１.２１５) (１.２０１) (１.２９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０)

ＬＢＷ×ＦＨｉｇｈＳＥＳ
－０.９３１ １.３７４ ６.８７１ －０.３１７
(１.０５１) (５.０４１) (５.５２４) (０.３４７)

ＬＢＷ×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２.０７５ ２.１６９ －１.００８ ０.３６２
(１.４２８) (４.２０５) (４.８３３) (０.５０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５ ０２３５ ０.２２２ ０.５１７ ０.５３９ ０.１１０ ０.３０１
Ｎ ３ ７５１ ３ ９７７ ３ ３９３ ３ ５９３ ３ ８０５ ４ ０４２ ３ ８３４ ４ ０７２

Ｐａｎｅｌ Ｂ Ｃｏｎ Ｅｘｔ Ａｇｒ Ｎｅ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ＢＷ －０.９３７∗∗ －１.３２１∗∗∗ －０.８７９∗∗ －０.９４３∗∗ －１.０８８∗∗ －１.２１９∗∗ －１.７７６∗∗∗ －１.７３５∗∗

(０.３８１) (０.４８３) (０.４０４) (０.４５８) (０.４９２) (０.４９６) (０.６８２) (０.７１８)

ＬＢＷ×ＦＨｉｇｈＳＥＳ －３.２０８ －２.４５５ －３.１０２ －２.０４０
(２.５１７) (２.１５０) (２.２３３) (２.６０５)

ＬＢＷ×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０.２５３ －０.３８７ ２.０８１ ２.２９３
(１.９３１) (２.０８０) (１.３４９) (２.３９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母亲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５５０ ０.６０８ ０.３７０ ０.２９２ ０.２４６ ０.１７６ ０.４２９ ０.４４７
Ｎ ３ ７４１ ３ ９７７ ３ ８３４ ４ ０７２ ３ ８２６ ４ ０６４ ３ ８０２ ４ ０３９

９１１

①

②

根据 ＣＦＰＳ 技术报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２０１０ 年职业行业编码”ꎬ高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类别

包括 ＥＧＰ 取值 １、２、３ 或 ４ 的职业(分别对应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Ｌ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Ｒｏｕｔｉｎｅ ｎｏｎｍａｎｕａｌ 和 Ｓｅｌ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ꎻ中等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类别包括 ＥＧＰ 取值为 ５、７ 或 ８ 的职业(分别对应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Ｍａｎｕ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ｋｉｌｌｅｄ ｍａｎｕａｌ)ꎻ低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类别包括

ＥＧＰ 取值为 ９、１０ 或 １１ 的职业(分别对应 Ｓｅｍｉ －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ｍａｎｕ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和 Ｓｅｌｆ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ꎮ 由于没有父母收入的样本数据ꎬ我们使用其 ＥＧＰ 衡量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代理

变量ꎮ 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成人样本数据计算ꎬ高职业社会经济地位(ＥＧＰ 取值 １、２、３ 或 ４)样本的平均年收入

为２.８２万元ꎬ而中低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样本的平均年收入仅为 １.２３ 万元ꎮ 因此ꎬ父亲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

是其收入水平的良好代理变量ꎮ
本文样本中母亲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在总样本中占比为 ５.３８％ꎮ 另外ꎬ使用大专及以上

划分ꎬ结果不变ꎮ



张晓云　 赵仲匡　 宋　 敏:出生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

　 　 首先ꎬ对于子女的记忆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ꎬ父亲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和母亲的受教育

水平与子女是否为低出生体重的交互项(ＬＢＷ×ＦＨｉｇｈＳＥＳ)、(ＬＢＷ×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的回归系

数均不显著ꎬ这说明后天的干预并不能弥补低出生体重对内在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ꎬ这与内

在认知能力主要依赖于先天禀赋ꎬ而不受后天培养影响的基本事实一致ꎮ 其次ꎬ对子女成年

后的身高和自评健康状况ꎬ父亲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子女是否低出

生体重的交互项(ＬＢＷ×ＦＨｉｇｈＳＥＳ)、(ＬＢＷ×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的回归系数也没有表现出显著性ꎬ
这表明后天干预不能弥补低出生体重对成年后身高和健康状况的负向冲击ꎮ 最后ꎬ对于个

体非认知能力ꎬ父亲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子女是否低出生体重的交

互项(ＬＢＷ×ＦＨｉｇｈＳＥＳ)、(ＬＢＷ×Ｍ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也均未表现出统计显著性ꎬ说明后天干预对非

认知能力的影响也非常有限ꎬ可能的原因在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在 ２０ 岁以内时的可塑性更

强(李晓曼、曾湘泉ꎬ２０１２)ꎮ 由此可知ꎬ后天干预并不能弥补低出生体重对个体内在认知能

力、健康状况和非认知能力的负向影响①ꎬ进而本文的假说 ２ 也得到验证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和人口负增长背景下ꎬ提高出生人口质量、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对于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２０１０)ꎬ使用低出生体重作为出生人口质量的度量指标ꎬ利用配偶

是否为低出生体重作为个体是否为低出生体重的工具变量ꎬ实证考察了出生人口质量对个

体成年后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ꎮ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ꎬ低出生体重者的收入显著更低ꎬ
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ꎬ低出生体重者的年收入平均低约 ４４％ꎬ也即低出生体重者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显著更差ꎻ第二ꎬ异质性分析表明ꎬ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负向影响

不因性别、城乡、地区和是否流动而存在显著差异ꎬ这与本文强调低出生体重的负向影响不

能通过后天干预得到充分弥补的内在逻辑一致ꎻ第三ꎬ机制分析结果表明ꎬ低出生体重对个

体的健康、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显著负向影响ꎬ是低出生体重降低个体成年后收入

的重要影响渠道ꎻ最后ꎬ基于家庭可投入的资源和后天干预效率的进一步分析发现ꎬ低出生

体重的负向影响不能通过父母的后天干预得到充分弥补ꎮ
结合这些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ꎮ 一是要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

本强国的转变ꎬ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潜在风险ꎬ不仅需要关注生育率和生育意

愿ꎬ还需要加强对妊娠期女性营养状况的干预ꎬ降低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ꎬ提升出生人

口素质ꎬ减少较低“质量”新生儿带来的社会成本ꎮ 这对于提高我国人口质量、缓解或降低

“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ꎮ 并且ꎬ通过政策干预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

率的收益巨大(Ａｌｄ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ｒｍａｎꎬ２００６)ꎬ且相对后期的社会成本而言ꎬ前期干预成本也

更低ꎮ 二是鉴于母亲的身心健康与行为等对新生儿童健康的核心重要性ꎬ在政策上ꎬ可从女

性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着力ꎮ 一方面ꎬ旨在通过进一步改善女性身体健康状况来降

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ꎮ 通过转移支付或补贴等方式ꎬ来实现孕妇妊娠期间增加能量和蛋白

０２１

①需要说明的是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等对子女的内在认知能力、身高与健康、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影

响ꎮ 表 ７ 的交互项并未表现出显著性ꎬ只是表明给定子女为低出生体重ꎬ父母后天的投资不能弥补低出生

体重的负向影响ꎬ并不意味着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不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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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摄入量ꎬ并通过增加食物种类和数量提高孕妇膳食质量ꎬ以预防和减少孕产妇贫血ꎬ进一

步改善孕产妇身体健康状况ꎬ从而降低新生儿出生体重过低的风险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家庭收

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ꎬ除了提升女性身体健康外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女性在孕期的心理疏导

与干预ꎬ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女性在产前的产假天数和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天数、进一步提高生

育津贴等措施ꎬ降低孕期母亲的心理压力ꎬ从而降低新生儿出生体重过低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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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Ｎｅｉｓｓｅｒꎬ Ｕ.ꎬ Ｇ. Ｂｏｏｄｏｏꎬ Ｔ.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ꎬ Ａ. Ｂｏｙｋｉｎꎬ Ｎ. Ｂｒｏｄｙꎬ Ｓ. Ｃｅｃｉꎬ Ｄ. Ｈａｌｐｅｒｎꎬ Ｊ. Ｌｏｅｈｌｉｎꎬ Ｒ. Ｐｅｒｌｏｆｆꎬ

ａｎｄ Ｒ.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１９９６.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ｋｎｏｗ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５１(２): ７７－１０１.
３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Ｍ.ꎬ Ｒ. Ｈａｒｄｙꎬ Ｄ. Ｋｕｈꎬ ａｎｄ Ｍ.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０１.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１９４６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２２(７２８０): １９９－
２０３.

３４.Ｒｏｙｅｒꎬ Ｈ. ２００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Ｇｉｒｔｈ: ＵＳ Ｔｗｉ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 ４９－８５.

３５. Ｓｔｒａｕｓｓꎬ Ｊ.ꎬ ａｎｄ Ｄ.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９８. “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６(２): ７６６－８１７.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ｎ１ꎬ Ｚｈａｏ Ｚｈｏｎｇｋｕａｎｇ２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Ｍｉ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Ｄｏｎｇ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ꎻ
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Ｆ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ＢＷ).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ＬＢＷ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ＬＢＷ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ＬＢ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ＢＷ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１５ꎬＪ１３ꎬＪ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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